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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基于制度和历史的比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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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世界范围内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演变，构建了企业家精神的整体分析框

架。基于制度逻辑的视角，本文提出企业家精神中“知”与“行”的一体两面。应用比较历史分析

方法，本文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古代、近代、当下和未来的中外比较，发现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扩

展，个体自由逐渐觉醒，企业家精神从普遍受压制到萌发、成长壮大，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和人

类福祉的推手。本文特别分析了东西方思想中两大概念的对话：“天下”与“包容性增长”；“生生

不息”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企业家精神可以体现在“兼济天下”和“利者，义之和”中，成为时代

精神的创建者和守望者。最后，本文阐述了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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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英语entrepreneur源自拉丁语动词

in prehendo-endi-ensum，意思是去发现、去感知、去认识和去俘获。彼得•德鲁克（2007）认为企

业家精神的本质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人格特征。在中文语境里，

企业家精神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既是个体的、展现个人英雄主义的，

也是群体的、代表某个精英社群的。

本文首先依据奥地利学派的文献来定义企业家精神，然后基于制度和历史的比较视角，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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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素。在一个多方位、立体的刻画下，既关注其正面特性，也关注其负面特

性；有些是工具理性层次的，有些是价值层次的，有些则是相互矛盾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企

业家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既是传承的，也是当下的，更是开启未来的。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注重

国际比较，甚至包括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中对企业家形象的刻画，旨在展现整个社会对企业家形

象的认知和认同。应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本文发现，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扩展，个体自由逐渐

觉醒，企业家精神从普遍受压制状态中萌发，逐渐成长壮大，成为人类福祉的推动力。然后本文

重点讨论了企业家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试图对企业家精神发展出一个全面的论述，从而发现其

中的影响机理。

二、  企业家精神的分析框架

（一）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探索

在西方，最早系统研究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的文献是坎蒂隆（Cantillon，1755）的《商业性

质概论》，在书中坎蒂隆提到了100多次各种企业家①，强调企业家洞察力（judgement）与活力在

经济中的重要性，他关注的是企业家的功能而非其个性。Brown和Thornton（2013）评价坎蒂隆

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坎蒂隆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在奥地利学派那里得到了继承和

发扬。奈特、熊彼特、米塞斯、科兹纳等人进一步将企业家精神看作一种职能、活动或过程，包括

判断力（Knight，1921）、破坏性创新（Schumpeter，1947）、创造性（Mises，1949）以及警觉性

（Kirzner，1992）等。Knight（1921）强调企业家判断力有赖于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不断尝试、

不断冒险。判断力作为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无法根据其边际产品来加以估价，因此也无法

对这种判断力支付相应的工资（Knight，1921）。企业家判断力的发挥必须基于稳定的财产所有

权。熊彼特和科兹纳则认为，一个人即使没有资本，也可以是企业家（Foss和Klein，2005）。熊彼

特（1947）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实现创新，即打破市场的均衡状态，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利

润；当这种创新行为被模仿后，利润就消失了，市场又回到均衡状态。因此，企业家精神主要体

现在创新生产技术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米塞斯则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承受不确定性的行为，可以用获利或亏损来辨识企业家精神。

从广义上讲，米塞斯将企业家精神运用于所有承受不确定性的情境，从劳动者决定在哪工作以

及做什么工作的不确定性来看，劳动者也是企业家；从狭义上讲，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是在现

实市场中实现生产结构和商业模式，企业家承受着决定资本何时、如何以及生产什么的风险

（Mises，1949）。获利机会不可能就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实现它；相反，获利机会是企业家创造出

来的，他们把变化本身看作改善自己企业条件的机会，积极拥抱这些变化并加以利用。因此，企

业家精神的基本因素是人的创造能力（Mises，1949）。柯兹纳进一步把企业家精神看作对获利

机会的“发现”（discovery）或“警觉”（alertness）。企业家对现存的机会保持警觉并随时准备发现

它，通过当前行为创造未来（Kirzner，1992）。
与米塞斯一样，哈耶克（1990，1997）认为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因为社会具有自发

秩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不是一个由某个人或一群人“理性组织”的系统；而且社会

生活中重要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法律制度、道德等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不可能被人刻意地创

造出来。企业家在“分立的个人知识”中扮演试错的角色，从而成为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帮

助形成各种自发性的社会机制。虽然哈耶克关注的是宏观上人的自由与自发秩序，从企业家的

角度看，拥有分立知识的企业家人数越多，越能实现更有效的知识运用，可以更好地维护人的

①坎蒂隆广泛描述了矿山主、剧院老板、建筑物所有者、各种商人，包括工匠、面包师、屠夫、木匠等各类企业家（entrepreneur）的活动及其
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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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和自由。奥地利学派也深刻影响了管理学对企业家的看法，例如Klein（2008）将企业家的

才能定义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用异质资源的判断力。

从上面简短的文献回顾可见，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精神有非常高的期待，个人的自由与社

会的进步，都有赖于企业家自由精神的弘扬，并将它与秩序、合作以及逐渐进步的人类福祉联

系在一起。麦克洛斯基（2018）则扩展了熊彼特的观点，将创新者的尊严与创新者的自由并列为

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为此，本文继承奥地利学派中企业家与社会制度的互动关系，运用制

度逻辑理论的框架，发展一个历史分析方法，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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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考Thornton等（2012）修改。

图 1    制度与企业家精神
 

（二）企业家精神的比较历史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逻辑理论构造企业家精神的知行框架。制度逻辑的定义为：“由社会建构起

来的关于物质实践、假设、价值、信念以及规则的历史模式，个体通过这些模式生产和再生产他

们的物质生活、组织时间和空间以及为他们的社会现实赋予意义”（Thornton等，2012）。制度逻

辑理论正在对管理研究的多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例如组织中的权力、战略创业、企业社会责

任、职业声望等。杜运周和尤树洋（2013）对制度逻辑理论进行了系统理论回顾。制度逻辑理论

（Thornton等，2012）重视文化、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影响，认为每种制度秩序都有物质和

文化的双重要素，而企业家精神受组织场域中逻辑理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影响。结合上文奥地利

学派对企业家在制度发展中的重要角色的分析，从制度逻辑视角研究企业家精神的演变有助

于阐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逻辑和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同时，企业家通过创新

活动守望或变革这些制度逻辑。

如图1所示，制度逻辑可以是多重的，企业家精神可能深受其中一种制度逻辑的影响，也可

能被动接受另一种制度逻辑。例如，现代中国企业家可能承认市场的个体行动逻辑（寻求利

润），同时也接受儒家的义利之辩、天下责任。但是企业家又并非制度逻辑的被动接受者，他们

往往通过企业创新和社会创新活动来延伸或重构这些制度逻辑。企业家精神既是一体的，又包
 

企业家精神：基于制度和历史的比较视角
5



含“知”和“行”两个层面。“战略即实践”学派就很关注“知”与“行”之间意义建构与意义赋予的关

系，微观实践与宏观意识形态的创建、变革可以是相互建构的（肖建强等，2018）。
企业家精神也可以通过词语、修辞具体地呈现出来（麦克洛斯基，2018），直接影响企业文

化与战略决策，并可在实证研究上实现直接测量。例如：马云的“花名”叫风清扬，由此可见他的

精神世界深受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在《笑傲江湖》中，风清扬是独孤九剑的传人，其最有名的

“理论”就是无招胜有招——“要做到出手无招，那才真是踏入了高手的境界……根本无招，如

何可破？”。与这个“知”相应的，则是“行”，例如体现在阿里的竞争战略上，就是“真正上乘的剑

术，则是能制人而决不能为人所制”。在精神层面，风清扬的隐世独立的境界也深刻地反映在马

云的各种特立独行的行为中。

根据这个框架，本文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CHA），从古

代、近代、当代、未来的不同维度进行中外比较，从中考察企业家精神是如何内嵌在制度中的。

在古代和近代，企业家的角色、行为、地位深受制度影响（ Sun和Zhang，2013）。在当代和未来，

企业家将在制度创新中发挥更重要的功能。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曾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和政治科

学的研究中，通过将现象放在不同历史切面中加以比较分析，可以提供因果机制的解释，并从

历史事件中提炼和建构理论（Mahoney和Rueschemeyer，2003）。比较历史分析这种多维度的分

析特别有助于识别不符合现有理论的变异，目前在管理学中也开始得到重视。

本文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讨论企业家精神，比较历史分析有助于从多个维度探索企业家精

神内涵的异同，以及企业家精神如何内嵌在不同的制度中。战略叙事的结构旨在将注意力聚焦

在不同的事件模式下，企业家如何与社会制度互动。这样的叙事结构可以发现企业家精神怎样

在特定的模式下展开（肖建强等，2018）。麦克洛斯基（2018）认为，对企业家的观念或修辞

（rhetoric）的认同实际显示了社会各阶层对企业家的尊重，当大众对市场和创新有了普遍的尊

重，工业革命就随之而来，进而推动了现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Rindova等（2009）更是直接告

白，企业家的创业就是解放一切新的可能。承接这些观点，本文大胆地提出：企业家是时代精神

的创建者与守望者。

三、  企业家精神的历史

本文大体遵循祝慈寿对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工业史的研究阶段的划分法，分别从古代、

近代、当下和未来四个阶段来对比分析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一）古代、近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史记•货殖列传》首开为企业家立传的先河。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春秋时期的计然深

通天时影响供求及价格变化的规律，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投资策略。范蠡师从计然，娴

熟地把握了“贵出贱取”之道，即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

玉”。范蠡不仅懂得聚财之道，在十九年中多次积累“千金”财富，他还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

家。此外，战国时期的白圭同样善于把握市场机会，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成

为富商巨贾。

然而，从整体上看，古代中国由于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和企业家形象不佳，处于

“四民”的末位。在《琵琶行》《三言二拍》等文艺作品中，“商人重利轻别离”“为富不仁”“无商不

奸”成为商人的典型刻画。但余英时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

神》中则力图为商人正名。他认为宋代新儒学初兴的时候，张载就明确的表示，新儒学立教的

对象是所有人，不仅仅是“士”的阶层，而是对“众生”一视同仁。并提出只有“利”于全“民”才是

正当得利，这与其“民吾同胞”的用意是一致的。明代儒家学者进一步创建书院和全民讲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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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建新秩序的新儒家理想繁衍到普罗大众，以《大学》为基础，从格致诚正到修齐治平，深

刻影响了明清一代商人心怀天下的精神境界。余英时认为，新儒家的这种呼召，与加尔文教派

重建“神圣社群”，根据上帝的旨意改造社会的入世努力，其实有相通之处（余英时，2014）。
事实上，到了晚明时期，商人的自我价值意识逐渐觉醒，商人和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有了显

著的上升。儒家义利观也得到了重大革新，以义取利，以利济世，谋求义利合一，这一价值取向

成为新的社会思潮。这种“义利合一”的儒家精神也深刻影响了日本近代产业先驱、工商业的精

神领袖涩泽荣一。他提出了“士魂商才”概念，极大地激发了日本的企业家精神。

（二）古代、近代国外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在罗马帝国时代，一些管家为贵族服务，代为管理海外资产与土地，成为企业家的雏形。例

如，《圣经》路加福音16章中帮助主人减免他人债务的管家，代表着早期企业家帮助社区、帮助

穷人的管理理念（Dyck，2013）。巴比伦帝国时代，一些神庙公职人员或受俸者阶层管理神庙资

产，例如地产、牲畜和作坊，也涉足商业冒险活动。《汉谟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750年）支持合

伙模式，企业家可以在神灵面前平等承担风险并共享利润。这使商业活动的规模和领域得到了

扩大，但这些企业家的地位都不高。例如底比斯法律敌视贸易商，禁止在近 10年从事过市场贸

易的人担任公职（Landes等，2012）。
世界历史上的许多宗教对企业家并不友善，例如《古兰经》要求从先知穆罕默德的智慧中

汲取经验，而不追求创新。为此，伊斯兰国家在公元后几个世纪虽然有繁盛的国际贸易，但伊斯

兰法压制个人建立更大、更持久的商业组织。此外，天主教对商业活动也比较厌恶，许多著名的

方济各会传道士将高利贷等同于盗窃，所有的计息贷款均被视为有罪。这种思想也反映在文艺

作品中，例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在但丁的《神曲》中写道，在地狱中高利贷者与谋杀

者、亵渎者和鸡奸者排列在一起。但是，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口述的东方游记，则激励

欧洲的商人和探险家开创了大航海时代。

为企业家精神正名要靠基督教新教的兴起。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及托

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都认为，新教教义影响了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精神。例如加尔

文教派的第一条教义就是，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才能决定哪些人有资格成为“上帝选民”。企业

家如果能成功地从事某种“天职”，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三）古代、近代企业家精神的中外比较

陈明哲认为“士”最早是在士大夫和卿大夫家担任公职的人，孔子将士和君子连接在一起，

称其为“士君子”。“士”需要很高的道德修养，是社会精英的楷模。陈明哲进而认为企业家就是

近代的“士”。例如清末状元张謇可称得上“士”的典范，他放弃了状元身份，回到家乡南通，他以

实业为“父”，教育为“母”，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大生纱厂的创始人。余英时认为，明清

商人是在新儒家与新禅宗合流的影响下入市苦修“敬贯动静”的精神修养。民国时期，大批企业

家引进西方的技术与组织模式，大胆创新“国货”产品。同时，很多具备儒家的理念，具备士的操

守，造福桑梓与回报社会。晋商群体也提倡儒家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讲究宗法乡谊，在外地

通过会馆相互扶持帮靠，提高了晋商的信用。

这种“士”的精神与英国的“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形成了彼此映衬的标

杆。“绅士”既接受进步的观念，又不至于对金钱过分崇拜，他们诚实、庄重、正直、注重声誉。麦

克洛斯基（2018）认为，正是在17世纪，商人、机械师、制造商被尊称为“绅士”，有着节制、公正、

勇气、仁爱、信念和希望等美德。一旦他们的地位受到尊崇，就使之成为英国产业革命的中坚力

量，启动了英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企业家对经济的影响也引起了近代经济学家的重视，启

发了坎蒂隆、萨伊撰写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摇篮”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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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家精神的当下

（一）中国企业家的当下精神

20世纪80年代，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等

曾经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被宣传树立为典型。后来虽然经营不善，在竞争中下马，但从制度逻

辑的改变看，作为旧规则的挑战者和破坏者，他们的典型作用使文革后的大众改变了对企业家

的认知。

企业家精神不仅推动了技术创新，而且促使当代中国企业家重视市场，远离政治，尊重知

识产权。例如：任正非在1987年创办华为，作为华为的精神教父，他身上凝聚了专注、自省、简单

朴实、自律、艰苦奋斗、坚韧、淡泊名利、危机意识、终身学习等可贵的企业家精神①。

当下中国企业家重视市场、技术和创新，寻找变化和挑战，并对它做出反应，将变化视为机

会而加以利用。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将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

攀登，在打造平台、创新生态的过程中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发展。时至今日，兼顾经济目标

和社会目标的社会企业也得到发展，社会企业家们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也改变了人

们的价值观。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9月发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

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更明确地界定了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创新

发展、敢于担当、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诚信守约、履行责任、艰苦奋斗、爱国敬业、服务社会。

（二）西方当代企业家精神

在美国，对企业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安•兰德，这位俄裔美国作家在《自私的美德》一书

中定义“爱和友谊是个人的、自私的价值，十分复杂：爱是自尊的表达和确证，是对自己的价值

体现在他人身上的回应”。她将自私的根源归结到“是人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行动的权利和需要”
（Rand，1964）。这种“理性的自私，合理的自利”与强调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一脉相承，成为自由

企业（free enterprise）的精神基础。

她的精神价值主张得到新保守主义者的共鸣。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从保守的阿肯色小州发

展起来的沃尔玛，它一度成为美国发展最快、市值最高的零售企业。解除政府管制的里根专门

给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顿（Sam Walton）颁发总统奖章。与安•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的耸肩》

（Atlas Shrugged）中表达的企业家精神价值一样，沃尔玛集中体现了美国自由企业的价值主

张：个体独立、家庭价值、不要政府干预。

沃尔玛的总部从创业起就一直设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Bentonville）。人们不免会产生疑

问：这个目前才4.7万人的小镇如何能吸引沃尔玛全球扩张所需要的高端人才？Moreton（2009）
认为，沃尔玛的企业精神中倡导家庭价值、仆人式领导（servant leadership），与铁锈带的新保守

主义价值观一致。以基督的言传身教为基础的仆人式领导倡导领导者以身作则，以服侍来领

导，鼓励合作、信任、聆听和权力道德。应用这些原则，山姆•沃顿成为与员工分享利润的先锋。

他称员工为合伙人（associate），而不是雇员（employee），公司高管基本上是从基层升上来的。而

且，基督教保守主义并不妨碍对先进技术持开放的态度，沃尔玛是零售业中最早应用数据库进

行采购管理、品类管理、物流配送的。正是这些因素使沃尔玛成长为全球零售业的领袖。

沿袭韦伯的创见，美国企业家精神传承了基督教入世“做盐做光”的理念。贝勒大学通过

Gallup对2 556个样本的调查发现，美国的企业家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在宗教信仰上并没有显

著差异，但企业家每天都会虔诚祷告的占34%，而非企业家只有27%；同时，企业家也更相信上

帝会回应他们的祷告（Dougherty等，2013）。有趣的是，美国铁锈带奥克拉荷马大学、德州基督

大学、贝勒大学、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等很早就设立了创业中心，最早在全球支持创业研

①余胜海：《独家解读：任正非成就华为的九大精神品质》，2017-08-08，搜狐科技频道，http://www.sohu.com/a/163099210_999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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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教学的考夫曼中心也是在堪萨斯城。而其他州的大学则很多到最近十年才开始跟随设置

创业中心。追求个人价值、入世服务的精神也体现在《美国企业家宣言》上：“我要自由地思考和

行动。我要纵情于我创造的价值。终有一天，我会面带自豪，向世界宣告：‘在上帝的帮助下，我

做到了！’”①

在当下的西方大多数国家中，企业家精神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弘扬。例如，以色列

在战后的立国与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以色列繁盛的科技创业家群体。在这个“创业

的国度”，以色列的年轻人既受到战场上的生死训练，也能到全球挖掘各种机会，民主国家完善

的法律和没有等级的文化，加上各种社会资本，都提高了以色列企业家的成功概率。相比之下，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众多企业家只能在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中艰难求生。为此，世界

银行每年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鼓励各国政府为企业家创造更加便利的环境。

（三）中西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对比

《美国企业家宣言》以梦想、创造、冒险、成功等为核心，反映了美国企业家不安于现状、挑

战自我、创造价值的人生追求。以乔布斯、马斯克为代表，美国企业家往往对人类社会的创新和

科技发展有着敏锐的认知，善于创新商业模式，系统地推动变革。彼得•德鲁克（2007）也倡导企

业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做与众不同的事，而不是把已经做过的事做得更好。对比之下，中国企业

家也发布了23条宣言，以科学经营、创新发展、回报社会为核心，反映了中国企业与时俱进、创

造价值、造福社会的人生理想②。

在一个企业家访谈中，本文作者发现了中国企业家与美国企业家的不同点，就是在面对复

杂的制度变迁情境时的务实精神。制度有很多不同的维度，在改革中，当制度的不同维度没有

以相同的速度推进时，制度演化中就会出现内部摩擦和冲突。这种制度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Shi等，2017）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产权体制变革。成功的企业家如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

等都采取了谨慎务实的改制方法，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通过超额利润、政府奖励、管

理团队与员工参与、股权定向增发、引进社会资本等方式，小心翼翼地将企业的国有成分与私

营成分加以平衡和分立，与政府保持“臂长（arm’s length）距离”（孙黎，2010），企业也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另一些企业家的过于高调的做法，例如顾雏军对科龙电器、亚星客车、ST襄轴的购

并，则被郎咸平攻击为鲸吞国有财富。

为了对应制度变迁的复杂性，中国企业家高度依赖个人关系网络以及在网络中建立的信

任关系。企业家在这些网络关系中发展出合作的商业规范，如对合约的守信、反对“流氓”行为、

解决企业间的冲突等，生成自下而上的合作制度，使民营经济能在旧制度的夹缝中发展，形成

新的产业集群。企业家的务实精神在个人网络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林耀华在《金

翼》中描绘的一位福建商人、家族领袖黄东林，他必须以威权和智慧平衡社会关系网络：“我们

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

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每一根紧紧相连的竹竿就好比

生活中与我们相关的每一个人，将其中任何一根完全抽离，我们都会混乱、痛苦，直至崩溃。”
企业家的各种矛盾形象在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例如，美国经典电影《公民凯

恩》（1941）展现了一位报业大亨的人生历程；《华尔街》（1987）和《门口的野蛮人》（1993）反映

了20世纪80年代购并大潮中人性的贪婪。近年来，美国电影中的企业家形象逐渐趋于正面，例

①最初发表在This Week Magazine（《本周杂志》），后来又被发表在1952年10月《读者文摘》杂志，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
E5%9B%BD%E4%BC%81%E4%B8%9A%E5%AE%B6%E5%AE%A3%E8%A8%80。

②中国企业家宣言：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C%81%E4%B8%9A%E5%AE%B6%E5%AE%A3%
E8%A8%80；天则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第八期主题沙龙暨“中国企业家伦理宣言”：http://unirule.cloud/index.php?c=article&id=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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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硅谷传奇》（反映微软、苹果的早期创业过程）、《乔布斯》、《社交网络》（描绘Facebook的校

园创业过程）、《飞行家》（描绘休斯的创业历程）、《创始人》（描写麦当劳的创业过程）以及真人

秀《创智赢家》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中国合伙人》、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也在宣扬梦想的力

量，展现了企业家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美国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和《经济学人》前主编伍

德里奇在《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一书中，也将企业家不断进行“创造性破坏”作为美国历史的

推手（Greenspan和Wooldridge，2018）。

五、  企业家精神的未来

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创了格莱珉银行，专门为穷人提供小微贷款，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因

此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小微贷款的商业模式得到世界银行的重视，广泛传播。

这种社会创业解决全球的贫困难题，“授人以渔”，为弱势群体赋能，注重可持续发展，代表着新

一代的社会企业家的崛起，我们将这种新精神视为开启未来的部分。这种由企业家引领的包容

性增长，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或资源累积带来的效果（Stiglitz和
Greenwald，2015）。在这里，企业家需要创建更有效的学习和创新模式，也就是赋能。

与西方包容性增长理念可以对话的是中国的“天下”理念。“天下”体现了士的强烈历史使

命感：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风声、雨声、读书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赵汀阳则在当代政治语境

下对“天下”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

“天下”概念与无外紧密连接。《公羊传•隐公元年》说：“王者无外”；汉代蔡邕《独断》中说：

“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赵汀阳（2009）为此定义：“天下无外意味着一种世界性尺度，意味着

不存在任何歧视性或拒绝性原则来否定任何人参与天下公共事务的权利，天下的执政权利和

文化自主权利对世界上任何民族开放。以天下作为世界理念，由此推想一个作为万民公器的世

界制度，这在哲学上是独一无二的。”“天下”也可以成为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不仅体现为天下

英才尽为我用、天下资源莫非我归的国际视野，也体现为“兼济”各种利益相关者间的冲突，尤

其是照顾弱势的利益相关者（如穷人、少数民族、濒临灭绝的动物），在不断的交互中找到共济

之道、相安之所。这种无外精神甚至可能反映在电影《阿凡达》中人类与潘多拉（Pandora）上的

外星文明和平共处。

什么样的思想可以与西方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对话？我们推崇中国古典中的“生生不息”理
念（罗肖依和孙黎，2019）。《周易•系辞上》定义“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宋代周敦颐《太极

图说》解释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方东美在《哲学三慧》中解释生生

之德的奥妙：乾元大生与坤元广生，代表宇宙万物生生不已、人类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可以合

天地之心、配天地之德、宏天下之博、含天下之约。这一境界远超西方可持续性发展、三重底线

等原则，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家追求的至善境界。例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WWF（世界自然基

金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09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愿景与行

动——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并发表宣言。①宣言中承诺：“将积极响应和配合中国政府

环境保护的国际承诺……努力探索与自然和谐的低碳经济的增长方式，使企业成为认真承担

经济增长、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的责任的企业公民。”这一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宣言，代

表中国企业家精神开启未来的部分：以天下之理想，为子孙后代着想，实现地球的生生不息。

①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等中国企业家在论坛上代表二百余名中国企业家发表了“我们的希望与承诺——中国企业
界哥本哈根宣言”，http://www.wwfchina.org/pressdetail.php?id=965。企业家们承诺了具体的行动，包括设立企业气候变化战略长期指导企业发
展方向；在减少生产和商务活动中的碳足迹方面进行努力和尝试；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各种与企业和产品减排相关的活动；积极推动企业设立
具体的企业绝对或相对减排目标；以及尽力支持并参与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活动，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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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对上述古代、近代、当下和未来的中西企业家精神的异同进行了总结。
 

表 1    中西方企业家精神对比

中国（知—行） 西方（知—行）

古代
•社会地位低下
•新儒学推动，士魂商才

•社会地位不高
•遭受宗教排斥

近代
•社会地位提升
•学习西方，大胆创新
•兴办实业，回馈乡梓

•社会地位提升，新教伦理支持
•重声誉，绅士精神
•推动产业革命

当下

•重视市场竞争和知识产权
•与政府保持“臂长距离”
•以务实精神面对制度变革
•勇于创新，善于总结

•追求个人主义价值，服务社区
•重视竞争，减少政府干预
•创新商业模式，推动社会变革
•不断进取，挑战自我

未来
•兼济天下
•为弱势群体赋能
•生生不息

•包容性增长,关注金字塔底层
•关注各个利益相关者
•可持续发展

 
 

六、  企业家与时代精神

自英国开始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极大地创新了人类生产合作的手段和形式，企业家广泛使

用蒸汽机作为动力机，催生了大规模的工厂和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

可以与政府组织相媲美的经济实体。西方发达社会更在这一基础上形成政府—产业组织—社

会组织三支力量，而企业家与社会企业家在后两支力量中扮演了最积极的领导力量，使社会实

现了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open access）的转型（North等，2009）。本文基于这个大趋势

的背景，提出了企业家精神如何与时代精神结合的两个命题。

（一）企业家是时代精神的创建者

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就是技术引领创新，让人类有机会突破各种限制，企业家在其

中的作用是推动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例如持续创业家马斯克在大学时代就思考“什么最能

影响人类的未来？”他想出的答案是“互联网、可持续能源、太空探索与多星球扩张、人工智能、

人类基因密码重新编程”，为此，他放弃攻读博士，投身创业。

但是新技术在改变人类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的同时也会带来各种挑战，例如如何融合技

术、如何解决社会加速的不平等、如何应对新技术的伦理问题，这些都需要企业家接受新技术

带来的挑战，领导快速科技创新所导致的社会变革和全球经济秩序变化，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

更大的福祉。而更大的挑战则是，企业家如何推动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推动市场建设，从而给

更多的人赋能，让更多的人自由地参与竞争合作，使物品和个人在空间和时间上实现更自由的

流动，以便实现包容性增长（North等，2009；Stiglitz和Greenwald，2015）。
从历史上看，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学家

Coleman 指出：“是法人行动者（corporate actors），是组织机构（organization），将个人的能量调

动了出来，并将这种能量用于实现法人团体的目的，他们在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主要

角色”（Coleman，1974）。诺斯等人也指出，企业家在现代社会权利开放模式下，参与创建“存在

着大量组织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而在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社会转型过程中，非人

际关系化的“内部精英安排”（intra-elite arrangements）非常关键：一个门槛条件，就是“精英们将

他们个人的特权转型为非人际关系化的权利。所有精英都获得了设立组织的权利，不论是政治

组织、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此时，将支配联盟凝聚在一起的逻辑，不再是通过特权来设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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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自然国家的逻辑，而是转变为通过‘进入’而使租金消散的权利开放逻辑。精英集团发现，

权利开放得越多，对他们来说越有利可图，他们同时也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North等，

2009）。全球相互关联和高速信息交换创造了世界文化和对人性的象征性建构的全新理解。

中国人的“天下”情怀与此是相通的。《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赵汀阳（2009）指出：“人所以为万物之灵，不在于勇于僭越，不在于以自身尺度

为万物立法，而在于能够弃我从物，在于能超出自身尺度的局限而以万物为尺度，因此能分享

天地之道。”余英时（2004）也认为：“以天下为己任”是新儒家所吁求的入市苦行的“先觉”。就是

说企业家如果能与政治精英一道，突破自身的尺度，拥抱权利开放的现代秩序，社会系统就有

可能保持各种利益的平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技术系统的激励就能相互包容，暴力、不平

等就有可能消除，实现天下一家的理想。

总体而言，在创新引领发展的时代，企业家精神推动开创世界新秩序，除了获得经济回报，

企业家开始关注包容性——让更多的人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互利共赢，拥抱一个平等、开放

的地球。

（二）企业家是时代精神的守望者

哈耶克在《真伪个人主义》中指出：“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仅仅认为，个人主义的秩序必须

以抽象原则的实施为基础，而不得以具体命令的实施为基础，那么这依旧没有解决我们所需要

的一般性原则究竟是何者原则的问题。个人主义秩序虽说把强制性权力的运用主要限制在一

种方式上，但它还是在设计一套最有效的规则方面为人的独创性留下了几乎无限广泛的领

域。”也就是说，规则、规范与信念对企业家从“分立的知识”到天下福祉的建设过程中非常重

要。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是企业家必须时刻守望的，这种对市场自发秩序的守望，也体现在

《易经》的这一表述中：“利者，义之和也。”①此外，上文中沃尔玛企业精神的案例也表明，企业

家对传统文化中优秀价值的守望，可以成为企业的文化价值，进一步影响消费者、员工以及产

业同行（Moreton，2009）。对中国企业家而言，这种精神守望也是实现知行合一的基础。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时，没有预料到他以后的历史中“不需要

与资本联系”的企业家会崛起（Taymans，1951），并在中国演绎出不同的道路。他今天如果继续

活着，可能会把“人的解放”的重任放到企业家肩上（Block，2018）。马克思承认私有制在18世纪

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认为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非常重要。

史傅德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

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②。从超

越国家权力的意义上说，文明演化来自企业家精神在社会中不断得到释放，17—18世纪企业家

精神达到突破的临界点，最先推崇、保护企业家的英国和美国成为产业革命的领导者。我们可

以大胆预测，在未来社会，国家的作用可能会退后，透明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守候者的权力可

能会让位给各种包容性组织，例如国际贸易组织与各种国际联盟，从而让企业家在全球化时代

能真正成为社会福祉的创造者与人类文明的推动者③。在这个层面上，或许能真正达到马克思

①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是行业自律与行业公约的产生，例如2006年的《佛山陶瓷行业知识产权自律公约》是企业家们自发组织的规范
制度，提出对盗窃知识产权者的市场禁入，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参见符正平、常路：《企业集群环境下专利保护的制度选择》；张曙光主编 ：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广东卷）》（第6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②马国川（2018）：“史博德：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文章来源：财经网，http://www.sohu.com/a/219873719_534679。
③作者感谢与宋澄宇的讨论。这是他的观点：“如果英雄史观可以部分解释历史的话，早期人类的进程可以说是由政治英雄和宗教英雄推

动的。这时的英雄史观的基础是‘零和对抗’，他们构筑了金字塔形社会，造成了历史的‘长久的徘徊’，但是无力将人类带入网络社会。创业家则
是市场网络社会的英雄。他们不仅有进取心，而且将文明背后的话语逻辑由‘零和对抗’置换为‘生生不息’。创业家作为新的时代英雄，是一个
日益扩展的群体，他们致力于解构各种金字塔社会边界，创造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秩序，不断为市场网络社会灌注活力。他们建构的开放秩
序，不可避免地与旧时代的政治英雄致力于维护的金字塔秩序（以国家为典型）产生冲突。”人类学家凯利 （2018）从人类历史的五次大进化也
支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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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解放将成为企业家精神的

核心（Rindova等，2009）。

七、  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机会

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目前国内国外都非常缺乏，而且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例如，企业家

精神是一个个体的概念，还是一个集体的概念？奥地利学派有着很强的个人主义传统（安•兰德

也继承了这一信念），哈耶克说“真个人主义是唯一一种旨在阐明自发社会产物的形成现象并

使之得到人们理解的理论”。熊彼特也是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视角与中国企业家的传

统视角差别很大。例如，历史学家陈锦华认为：“在西方的组织中，成员之间遵循明确规则和秩

序，且有固定的边界，与此不同，中国的组织由关系错综复杂的个人组成，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非连续性的，因为他们以每个人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关系的边界既灵活多变又模糊

不清”（Chan，2010）。从本质上看，企业家精神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既要呼唤创新，也要务实

落地；既有信仰上的出世，也有修炼上的入世；既有天下的博大情怀，也有治理亲近关系网络的

腾挪；既有内圣修炼，也有外王驾驭；既能关爱众生，又能积极竞争；既能引领制度、技术、组织

的变革，又能守望社会、文化中的传统价值。未来研究可以从阴阳悖论的角度进一步探索。

另一个有趣的课题是：企业家精神在不同的制度下如何彰显？这里列举一些研究成果：在

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企业家精神可以帮助克服制度虚无（Neubert等，2017）；在东亚华人青年

中，企业家精神表现出很大的差异（Ang和Hong，2000）；中国企业家与四个东亚国家、夏威夷的

企业家精神上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回溯到本土文化价值上（Morris和Schindehutte，
2005）。微观方面，则有工作中的信仰（灵性）（spirituality at work）学派（Ashmos和Duchon，
2000），这一理论学派结合人类发展、艺术超越和精神心理学，认为人的价值观与精神融入工作

场所后，可以大大提高个人的幸福感和创造力、组织和谐以及长期的商业成功。精神与信仰也

会极大地影响领导力与追随力（Tourish和Tourish，2010）。从这个学派出发，Kauanui等（2010）
提出一个分析企业家动机的框架。

对企业家精神的定量研究方法也非常稀缺，我们找到的一例企业家精神的测量来自

Neubert等（2017）。①这些西方的量表应用到中国企业家身上可能需要做情境化的改造，让其更

符合文化、宗教、观念和传统，但也指引了一些令人振奋的研究新机会。例如，如何测量中国企

业家的“天下”精神、务实态度、政商关系？这个精神量表里是否又包含一些子概念或子指标？这

些不同侧面的子概念彼此相互融洽，抑或相互矛盾，从而体现一种阴阳的张力（例如任正非的

灰度思维）？量表的发展可以参考Zhang等（2015）提出的悖论领导力研究。另外，宏观方面的研

究机会就更多了。例如，企业家精神如何在行业协会中体现与传播？如何创新与守望？如何影响

创业集群和创业生态系统？这里一个挑战是，中国企业家精神是否在区域上受传统价值、商帮

文化的影响而有很大的差异？同时，这种对企业家的尊重又如何引领区域经济、创业文化的发

展？企业家精神与道德、价值观、情怀、信念是什么关系？这里面方法论上的挑战也很大。例如，

如何处理内生性的影响？如何运用现在新兴的微观基础理论（microfoundations）体现不同层

次、区域与个体的交互影响？

此外，本文的比较历史分析中也有一些限制，例如我们没有将政府专门单列出来，而是把

①他们的量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衡量信仰（例如与上帝的亲密感）和这种关系的重要性（纵向）：1. 我真正意识到上帝（或真主）在引导
我；2. 我感觉上帝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3. 我的生活充满了意义与目的；4. 我经常与其他人谈论我的信仰；5. 我寻求机会帮助我在灵性上
成长。该量表还包括衡量对他人的利他主义程度（横向）：1. 我觉得对减轻世界上痛苦和苦难负有深刻责任；2. 我在宗教问题和个人创伤上帮
助他人；3. 我关心减少我国和全世界的贫困；4. 我尝试将我的信仰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得到应用；5.我给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和金钱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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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归到“资源环境”部分，政府可能通过资源流的控制和机会结构的设计，影响企业家的动机和

行为，企业家也可以借助政府关系，影响政策，获取资源。企业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是一个复杂

课题，这里不赘述。我们也没有足够篇幅讨论其他理论，例如，基于目前西方管理理论中流行的

身份理论，企业家身份如何与企业家精神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企业家的行为？总而言之，从历史

的进程看，企业家创造、掌控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参见图1的右上角），所承担的解放任务也更

高（Rindova 等，2009），社会也越来越期许企业家的道德情操与精神抱负，这使传承自奥地利

学派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变成一个全球重点课题。

八、  结　论

本文运用制度逻辑理论构造企业家精神的知—行框架，在历史比较分析的指引下，提炼了

中外企业家精神在古代、近代、当下和未来的异同。从历史上看，中外企业家都经历了从社会地

位低下的商人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的变迁；在各种制度的支持下，企业家创造、掌控

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高。为此，本文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企业家

是时代精神的创建者，需要在知与行的交互中保持阴阳悖论的创新张力，不断调整与中和经济

回报和社会收益，鼓励包容与关怀，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同时，企业家也是时代精神的守望

者，秉持“利者，义之和”的传统，守望公平、公正的市场自发秩序，从而为整个社会福祉与生生

不息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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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History
Perspective

Sun Li1,  Zhu Rong2,  Zhang Yuli3
（1. Robert J. Manning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 Boston, United States；

2. School of Busines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Summa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round the world and
constructs  a  holistic  framework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spirit.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perspective,  we propose the two united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  “knowing” and “practicing”.
Applying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we compare entrepreneurship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ancient, modern,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times. It is found that with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dividual freedom is gradually awaken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evolves
from widespread suppression to germination and growth, and becomes the driving force of human well-
being.

Entrepreneurs could be the builder and the watcher of the Zeitgeist. To be the builder of the
Zeitgeist, entrepreneurs need to maintain the innovative tension of Yin-Yang paradox in the interaction
of “knowing” and “practicing”, constantly balance financial returns and social benefits, and realize the
ideal of benefiting the society. To be the watcher of the Zeitgeist, entrepreneurs need to adhere to the
tradition of “beneficiaries, the harmony of righteousness”, keep the fair and spontaneous order of the
market, and contribute to the welfare and Sheng-sheng-bu-xi of the whole society.

Finally, we illustrat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of entrepreneurship. An ancient Chinese concept Tian-
xia (All-under-heaven) could dialogue with a Western term of “inclusive growth”, while another
Chinese concept Sheng-sheng-bu-xi could dialogue with a Western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sentially, entrepreneurship is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paradoxes.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lore the conceptualized Tian-xia and Sheng-sheng-bu-xi with the Yin-Yang
paradox perspective on entrepreneurship, analyze how entrepreneurship manifests and emancipates
under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s, and develop a construct examin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spirit.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Tian-xia  (All-under-heaven); Sheng-sheng-bu-xi;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ustria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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